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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前淮北区农村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地主经营方式高度依赖封建地租剥削，存在着迫切的减租
减息斗争的社会要求。淮北区党和政府根据淮北区地方实际，探索适合本边区特点的减租减息政策，逐渐实现
了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统一。淮北区减租减息斗争，不仅是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更是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现着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有机统一。减租减息引起淮北区农村社会发生有利于广大贫雇农、中农群众
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减租减息虽然不能彻底消灭淮北区农村的高利贷现象，但是减租后高
利贷性质的农村信贷属于农村商品经济的正常借贷现象，可以通过政府社会支持的办法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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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淮北区），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八个战略区之一。
淮北区东临运河，南濒淮河，北抵陇海线，直接
控制津浦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党史学
界对淮北区减租减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①但仍然在以下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
先，现有研究对抗战前淮北区农村存在的各种封
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形式缺乏有机梳理，特别是
对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的封建性缺乏本质认识，从
而对淮北区减租减息斗争的社会基础估计不足。
其次，现有研究仍然把减租减息斗争仅仅定性为
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判断虽然合理，但是没有
进一步深入认识到减租斗争在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实践中，还具有政治斗争的内涵。换言之，减租
斗争不仅仅是经济斗争，更是群众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而体现着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有机
统一。最后，现有研究虽然肯定了减租减息斗争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相对忽略作为生产关系
调整的减租减息，其实也具有某种后遗症，即它
不可能彻底消灭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租佃和高利借
贷现象。因此，现有研究也就不能准确判断这种
现象是否属于农村经济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这客
观上影响到对减租斗争整体绩效的评价。本文拟
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淮北区的减租减息
政策，以期增加中共党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减租减息斗争前淮北区农村
的租佃和高利贷剥削形式
抗战前淮北区农村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土
地占有高度集中，地主经营方式高度依赖封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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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剥削。
淮北区土地占有状况，总体而言，“江苏边境
比较分散，安徽边境比较集中；岗地比较分散，
湖地比较集中；两边比较分散，当中又比较集
中。”具体到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土地占有状况，占
总户数 5%的地主占有 40—45%的土地，占户数
7%的富农占有 20%的土地，占户数 40%的中农占
有 30%的土地，占户数 50%的贫农占有 10—15%
的土地，占户数 8%的雇工占有 1%的土地。［1］ 47-50
从地主的经营方式看，分租地主即主要依靠封建
地租剥削的地主，比较经营地主占绝大多数。［1］ 52
剥削形式上，“一般的分租多于包租”，湖地分租
较多，江苏沙地与稻田包租多。分租有对半分、
四六分、三七分。淮宝有一种估租，是“等庄稼
成熟时，由地主或派分场先生去估，然后照对半
数或四成交给地主”。包租租额从一斗到七斗不
等，其中以大头佃即一季租最苛重，“一次交麦
租，地租更重，泗灵睢最高大头租，有交六斗甚
至一石一亩的路西豫东一带的发种地，“佃户形同
雇工，地主类似经营地主，收粮食时倒二八倒三
七分，工本一切是地主的，所分粮食类似工资地
租形态，“一般是粮租，有些园地、瓜地有作钱租
的，个别地方有给钱租的，现在均改了实物地
租”，少数以劳力换地种。额外剥削方面，“有打
杂差，打官差，年礼、节礼、估租请分场先生。
种地要请上庄酒，还有什么押板订田礼等规
矩”［1］ 53。具体到豫皖苏边区，各地土地占有关系
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土地苏北比较集中，阶级分
化明显，各处还可以见到封建时代庄园制的残
余”；“皖北土地集中程度次之”；“豫东土地分散
不集中，小农自耕农占主要地位，地主的剥削在
经济上还较其他地区稍轻”［2］83。再具体如涡北的曹
市乡，全乡 900多顷土地，地主占有 250至 300
顷。其中本集保，佃农有 80多户，占总户数一
半。四里保共280户，佃农占70户，占1/4。［1］130-132
淮北区高利贷剥削，以淮宝县黄集区绥靖乡
为例，大致包括以下形式。首先是借钱计利，有
春一四、秋一二、春一五、秋一三、春一六、秋
一四等算法。如“春一四、秋一二，就是秋后或
春天借的债，夏收后付利息四分，还不起而延至
秋收后付款，则将利息四分亦折成本钱，按二分
一厘付息，照这样计算，春一四、秋一二利率，
即是两季付，付息六分八厘”。其次是集头钱，
“每逢一集即加利二成”；“过一两集不还可以利上
加利”。月头钱，“按月加利二成，有月不过五的
习惯，过了五天，即要多付一个月的利息”。再次
是借粮计利，即“所谓一个两个，就是春天借一
斗粮，麦后即要还二斗”，又称作“五年三十
二”，即“如果借五年不能偿还，则本利即涨到三
十二倍”。最后，是利用粮价涨落翻滚利钱，即
“粮价贱时，便把钱算作粮食，粮价贵时便把粮食
算作钱，这即是所谓听涨不听落”［3］ 32-33。高利贷
债主最毒辣的手段，是所谓“要人要地”，即“当
农民无钱还债而又不愿押出或卖掉土地，债主便
会逼迫你到他家里帮工抵债，这是无偿劳动”，而
且“所抵往往算作与每年的利息相抵消，不能将
本抵掉”［3］［36］。总之，高利贷剥削呈现“放债——
取利——押地——兼并土地”的趋势。［3］ 40 该乡债
主“多是暴发户，守财奴，剥削的办法非常野
蛮、落后，直至可以任意剥夺债户的身体自由，
或驱为奴仆”。这是因为该乡农村经济，与岔河一
带“封建的地主经济与商业资本密切联系着，地
主富农往往兼作商人，他们可以把游资投入借贷
关系取利”，也可以在“生息不及经商取利多时”
转为商业资本，该乡高利贷“是对农民劳动力财
力的剥夺榨取”，它不仅是“一种农村剥削者用以
兼并农民土地的工具”，而且“把大批劳动力驱为
己用，大部并与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其结果“自
然就缩小农村的生产，加深农村的经济的危机与
加速农民破产的过程，并减低农民的生产情
绪”［3］ 49。又如泗灵睢县，“农村经济为商业资本所
控制，百分之八十的悬租均系从大李集放出。地
租多系一季租、大头租、罚租等。”［4］ 353 再如涡北
曹市乡的高利贷剥削有三种形式。一为合子地，
即整租，“借一千元，每年给五斗六斗利，利还不
清，到第二年再折成本，再加利”。二为转湾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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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行于集镇上的一种短期放债，“借一千元，每逢
集还五十元利”。三为“听涨不跌”［1］130-132。
上述对淮北区农村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状况的
分析，足以证明淮北区存在着迫切的减租减息斗
争的社会要求。
二、淮北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渐
正规化与科学化
淮北区党和政府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有关
“二五”减租指示的同时，根据淮北区地方实际，
及时调整政策，探索适合本边区特点的减租减息
政策。在艰苦的实践中，淮北区减租减息政策逐
渐实现了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统一。
淮北区开辟之初，减租政策并未直接实现
“二五”减租，而是在原租额基础上削减，一般以
三七分租为原则。
1941年 6月 22日，刘瑞龙在总结泗县专署成
立一年来运西苏皖根据地施政成绩时提出：“对半
减二五，四六减二成，三七减一五，一斗减一
升，二斗减三升，三斗减六升，四斗减一斗，租
金减租合粮算，满收满缴，半收半缴，不收不
缴，佃户必须缴租”。减息方面，“借钱还钱，借
粮还粮，低价还原，筹借加一五，价高加一半，
年利一分半，月利一分五。”［2］ 152 9月 21日颁布的
《淮北行署施政纲领》宣布：保护人权、财权，
“对私人之土地、房屋、财产，不分贫富，一律加
以保护，并保证出当、承当、买卖之自由。”在此
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
间，解除各种对渔民、船户之不合理待遇”；“确
定佃农及债户有交租交息之义务”［5］ 74。12月25日
颁布的《淮北苏皖边区修正改善人民生活办法》，
坚决贯彻减租减息精神。减租方面，对于分租
制，规定：“对半改三五、六五分，四六分改三七
分，三七改二五、七五分，原租过轻者，不得再
减，并规定满收满缴，半收半缴。”对于包租制，
规定：“一律减二成。”因法币贬值而导致钱租改
为粮租时，办法规定：“由东佃双方商定，但不得
超过三七分租原则。”同时宣布：“取消各种陋
规：废除年礼、节礼、分场酒及额外劳役，以后
地主要佃户做活，一律照普遍工价给钱。”减息方
面，规定：“借钱还钱，分半付息，月利一分半，
每元月利一分五厘；借粮还粮，二成付息，不论
去冬或今春借的粮食，借粮一石，还粮一石二
斗；老债还本（民国二十九年以前者），利过本，
停付利，分期还本；利停本，停付利，减半还
本。”对于当赎地，根据抵押双方贫富状况分别规
定：“穷赎富，满期回赎，当价得分期归还。过期
三年以上者，半价赎回；过期六年以上者，出价
三分之一赎回；过期九年以上者，无价赎回，青
苗回赎，除种三七分”；“富赎贫，满期原价回
赎。青苗不准回赎。在富人将地赎回，如不自己
耕种，原承当人有租佃优先权”。同时宣布“废除
转当，由原出当人向首先承当人盘价后，再与最
后承当人，直接发生关系”［6］ 82-85。同日颁布的淮
北苏皖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宣布：“境内人民之
土地、房屋、债权及其它一切合法私有财产者，
有营业证或契约者一律依法保障其所有权，任何
人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其私有主有自由使用、支
配、租佃、当卖之权利，其继承人有继承权；非
罪大恶极之汉奸，经边区行政公署批准没收其财
产者，任何人不得对人民私有财产进行没收或危
害；逃亡敌区之业主、地主，其家无人主持且未
指定代管人者，得由当地区、乡政府代管，按照
规定交纳田赋公粮，但必需经边区行政公署批
准，待业主、地主归来即行发还。”［5］ 87
1942年，是淮北区减租减息全面铺开的一
年。淮北区党和政府通过相关立法，支持和配合
减租斗争的展开，基本实现了减租减息政策的正
规化。
1月 14日，淮北苏皖边联救总会第一次扩大
会议决议案要求，1942年度坚决贯彻减租法令，
“在基本地区，从一九四一年午季起未经减租者，
一律于今年夏季依照去年政府减租法令实行退
租；减租之后，应普遍发动主佃双方订立租佃合
同（租佃时期五年以上），以保障佃权而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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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边区、新区，今年必须发动群众组织佃户
一律实行减租减息”。减息方面，针对私人借贷性
质的高利贷，决议提出：“借粮利息不超过五成
者，照规定借约归还；借粮‘听涨不听落’者，
农民吃亏太甚，要求达到照春耕中等价扣算，不
得照最高价；‘头里跑’、‘悬租’及‘买青钱’等
借钱之债，以达到照银号春耕贷款定价扣算还粮
不还利为原则；借钱还钱因麦初粮食变卖不出，
可等粮食平稳时归还。”［7］ 146- 148 6月 20日通过的
《淮北苏皖边区减租条例》，分别地租种类确定具
体减租率。条例规定：分租，“原来对半分成者改
三五、六五分，四六改三七分，三七改二五七五
分。原租不到三七分者不减”。包租，“一律减二
五，满收满缴，半收半缴，不收不缴”。钱租改粮
租，“由东佃双方协议，根据土质好坏，商定粮
租，但不超过三七分租为原则”。淮宝地区仍实行
三七分租。其次取消各种封建性陋规即额外剥
削，“废除年礼、节礼、分场酒等额外负担及无报
酬之劳役，佃东如用佃户做工时，一律照当时工
资付价”。最后，《条例》坚决保护佃权，规定：
“无永佃权之契约期满之地，佃东有依约处理之自
由。但不得出卖出当与伪区，并须于退佃三个月
前通知佃户，如因退佃而影响佃户生活时，得由
政府调处之；佃东出卖出当有永佃权或契约未满
之土地，原佃户有继续佃种之权，如原约未满，
不得转佃他人；佃东在契约期满出卖出当与转佃
土地时，原佃户有以同等条件承买承当承典之优
先权。”［7］ 162-163 同日颁布的《边区当地押地赎地办
法》，同样以维护贫苦农民的基本生产权利为宗
旨。办法规定：“承当人或出当人，为贫苦烈属、
抗属与鳏寡孤独之贫户，专以此地为生，在赎地
时政府得以优待抗属烈属、救济贫困之原则，斟
酌情形处理之”；“当地人将地赎回，因缺乏劳动
力，出卖出租，转当他人者，原承当人及贫苦抗
属烈属，有依同等条件，承买承当承租之优先
权”；“高利贷性质之押地，按月利分半，付息还
本，将地抽回，原约作废。以至下年收益百分之
三十计，利过本停息还本，利倍本者，本利不
付；无利之押地，以当地论”；“高利贷性质之恶
租，按原本分半行息，另立契约，原约作废。利
过本停息还本，利倍本，本利停付。”［7］ 165 同日通
过的《淮北苏皖边区救灾借贷办法》，专门用于调
整1941年冬季至1942年春季救灾期间的农村借贷
关系。办法规定：“借粮还粮，借粗还粗，借细还
细，利加二成；借粗还细，一斗还一斗”；“借粮
时以款代粮者，以借粮论”；“借钱或借粮折钱
者，依照原定契约，付息还本”；“借粮借钱，无
力归还者，得由双方协议，以工折还，按当时市
价，折合粮钱计算。”［7］ 166 为充分保障人权和财
权，维护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1942年 10
月，刘瑞龙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做报告指出：
“凡地主在敌区，土地在我地区者，可以收粮收
租，并带一定限度的粮食出外；向边区内放债，
只要不是过高的利息，尽可以来收债，政府予以
保障。”［5］ 147鉴于1942年至1943年，边区农村社会
“因法币跌价，一般的借钱比较少，中心区高利贷
形式多是借粮，听涨不跌，也有少数特殊高利贷
如悬租麦坠子账，边缘区则普遍是借悬租
账”［5］ 355 的情况，为有效抑制高利贷，淮北区采
取“借钱还钱，麦息改为钱息三成；午秋两季还
本，明年付息；借户一律不准将粮食运输出境，
以免影响根据地内之民食”的办法对付根据地内
的高利贷，采用“以清还集体借贷来影响私人利
贷”，“由农救会组织群众照集体借贷归还”私人
借贷，“对特别高利贷如边区悬租等，照边境区高
利贷减息办法还”的办法，对付根据地内外之间
的高利贷。［5］ 357总之，1942年是淮北区减租斗争的
奠基之年。这一年，淮北区灵活贯彻中央“二
五”减租原则，结合地方习惯，“规定对半分改三
五、六五分，四六分改三七分，三七分改二五、
七五分，并把钱租改粮租，废除陋规，减租后订
立新契约，规定减租和交租办法，调整了东佃关
系”。减息方面，根据利息不超过五分的原则，
“对高利贷即所谓大头利，政府不予保障，保障普
通利贷，奖励低利借贷。”［5］ 131-132 实践证明，淮北
区没有刻板执行中共中央的“二五”减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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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根据地方实际，以“三七分租”作为心理定
位，采取逐级削减地租租额的办法，恰恰体现了
其决策的务实性和科学性。
随着减租斗争的逐渐深入，淮北区党和政府
一方面及时根据各地反馈的情况调整政策，对各
地减租工作适时做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另一方面
进一步修正减租减息法令，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
1943年 5月 17日，淮北区党委指示泗南县
委：在春耕工作中，“必须贯彻减租退租，发动借
贷，减轻高利贷对农民之剥削，这是与提高生产
不能分离的。”［3］ 81 5月 27日通过的《淮北苏皖边
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一律减二成五，满收满
交，半收半交，不收不交。”分租，“原来对半分
者，改三五六五分。四六分者改三七分，三七分
者改二五七五分。原租不到三七分，三七分者改
二五七五分。原租不到三七分者，酌减”；“已实
行三七分租之地区（如淮宝），仍照三七分租”。
条例保障公平交租权利，规定：“交租使用当地通
用之斗，禁止大斗收租，小斗交租”；“承租人如
遭受疾病死亡被盗等意外，无力清交地租时，得
与出租、协商还期交纳之。出租人对欠租不得作
价行息”；“钱租改粮租，由双方协议，根据土质
好坏，商定粮租，以不超过三七分为原则”。《条
例》为保障佃权，促进生产发展，特规定：“出租
人于典卖其租地于他人时，原承租人依同一价
格，有承典承买之优先权；出租典卖其土地于他
人时，承买承典若非自耕或雇人耕种者，原承租
人有继续承租之优先权；租佃契约期满，出租人
仍将土地出租时，原承租人有继续承租之优先
权”；“出租人收回自种之土地，三年内再行出租
时，原承租人有承租之优先权”；“承租人如在租
地上进行耕地改良，出租人不得反对，并应给予
帮助和鼓励。”［8］ 121-124 6月1日，淮北苏皖边区行署
要求在夏收工作中，首先坚决贯彻减租，做到
“本地区内一律彻底减租，新地区减租不能少于二
成”；同时坚决保障佃权，“佃东不得借故抽地，
若佃东较佃户贫苦而抽地自耕者，须依本署颁布
的土地租佃条例办理”。其次要求坚决限制高利
贷。对所谓“听春价”，“其借粮价格不得照当时
最高价作价，应照年后麦前中等价作价还粮”。对
于“头里跑”，“借一百元还一百元，另外利息最
多三十元，不还麦利”［8］ 130-131。鉴于“农村中有一
种借粮名‘听涨不听跌’的高利贷，如麦前借粮
一斗不论借时价格如何，但择其涨至最高的粮价
计算，麦后归还时适值粮价跌低，以其低跌之粮
价折钱还粮或钱，这样春天借一斗，经过一个月
或两个月的功夫，还时要付四斗至五斗”，以及
“另一种高利贷叫青麦账又叫‘头里跑’，又相似
悬租，如麦前借钱一千元，麦后除一千元外另加
二石至三石的利息”，6月 7日，淮北苏皖边区参
议会与各县参议长联席会议决议提出：“‘听涨不
听跌’，不能以春天最高粮价付还，也不便以最低
粮价付还（以顾全债权人得到相当的利息），则从
旧历年后，麦收前之中等粮食价格或平均价格折
标归还；‘青麦账’应依政府借钱办法利率最多不
超过三成，实在贫苦而无力一次付清者分期清
还。”［6］ 379-380 10月20日，淮北区党委关于冬春两季
工作的总计划提出：“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查
租，适当解决因减租后所发生的土地纠纷，实行
土地复查。”［9］ 108 11月22日，刘玉柱在邳睢铜秋季
群众运动会议上，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减租减息
的具体政策，在巩固中提高斗争成绩。减租方
面，在坚决贯彻“二五”减租原则的同时，在边
区，“为了照顾东佃双方的困难，减租率可减至二
成”。减息方面，“地坯子（指地纳租），秋季可减
息四分之一即二斗给五升，麦季可二分之一退，
即二斗息退回一斗。”此外，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盐
金高利贷，可灵活掌握政策尺度，“在政府无专门
贷款前，不主观定减息办法是可以的，但应在社
会上造成一种舆论制裁，以求稍减利率”。对于转
佃地，“佃富农的租地，可转佃贫农，但须尽可能
采取说服办法。中农租地一般不转佃，自愿让给
贫农者例外，绝不能强迫。”［7］ 332-334
随着抗战胜利形势的日趋明朗，淮北区党和
政府逐渐把减租斗争引导向促进生产发展和巩固
农民既得成果方面上来。减租日益和保佃、退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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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粮、打击地主阶级恶意对抗减租等政治斗争结
合起来，日益注重社会效益。
1944年 2月 17日，淮北区党委指示春耕工
作，要求通过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来促进生产。
一方面，“彻底查租，退租，调整东佃关系，在
查租退租中保障佃权，解决种子、对粪、柴草诸
问题，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解决生产基金”；
另方面“调剂借贷关系，实行借贷自由，实行公
平借贷，奖励低利借贷，高利贷不予保障，实行
借粮还粮，借钱准许按借钱时市价折粮还。”［8］ 187
1944年 5月，淮北苏皖边区行署训令要求在夏收
中坚决贯彻减租，要求“退租自民国三十年开
始，一般未减租者，以债务论。除退还原租外，
加年利二成，以单利算，如系以威胁利诱办法，
过去未减租者，以欺诈取财论；一切悬租按照借
贷关系，借钱折粮算加年利二成归还”［8］ 205。
1944年的夏收工作，淮北区党和政府特别针对减
息问题号召群众，一方面“继续举办积谷，防止
灾荒”；另方面“提倡私人自由借贷”，“并提出
在各合作社举办小本借贷所”［5］ 357。9月 24日，
邓子恢致函泗灵睢县委：“减新租查旧租，要真
正做到没有一个不减不退的地主，没一个不得到
实际利益的佃户。同时在今秋的减查退过程中，
必须联系到为今冬扩军运动的准备工作。”［10］ 177
12月 7日，淮北区党委指示路西群众工作，首先
要求在减租方面，“仍以实行二五减租原则为适
宜”。为解决明年春荒，“减租时间一律从今年秋
季减起”。其次在减息方面，要求做到“对老债
主要是利过本，停利还本；利倍本，停利战后还
本，分本还息”。
1945年 1月 11日，淮北边区各界人士联席会
议决议提出，调整租佃关系的原则应该是“一方
面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保护佃户的
土地使用权”。在此基础上“适当解决地主生活上
的困难问题，和保护佃户的基本生活，不能有所
偏废”。决议首先规定：有正式租佃契约且已满期
者，依租佃条例处理，即“出租人于典卖其租地
与他人时，原承租人依同一价格有承典或承卖之
优先权；出租人典卖其土地与他人时，承卖承典
人若非自耕或雇人耕种者，原承租人有继续承租
之优先权；租佃契约期满，出租人仍将土地出租
时，原承租人有继续承租之优先权；出租人收回
自种之土地，三年内再行出租时，原承租人有承
租之优先权”。租佃契约未满或无契约者，如果地
主生活确实困难，需要抽回一部分土地出卖、出
当或自种，决议规定：“地主生活确实发生困难，
其抽回部分又不影响佃户基本生活者，可商同佃
户抽回一部分；抽回土地的数量、丘位应与佃户
协商解决，如发生争议，由政府和农救会适当调
处。”［2］ 194-195 3月 20日，淮北路西第二次群众工作
会议春季工作决议案要求，在 1945年午收前继续
贯彻减租。具体而言，要求：“肖、宿、永在午收
前实行二成减租，午收后改二五减租，其他各县
均实行二五减租”。包租，“实行除旱涝”，“将秫
秫、豆子杂粮分开计算年成”。对于地主的涨租行
为，要分别情形处置。“因对抗减租而涨租者，从
去年秋季起，涨额不算，仍照原租额减租”；“在
年前曾实行减租，回来因地主逼迫退回，并加重
租额者，减租数目仍退还佃户”。租额过重，即减
租后仍超过 37.5%的情况，“可双方协商改变租
额，或待午收后更改”。关于欠租的情况，“减租
前农民欠地主地租，可予免交。减租后实行交
租”。减租与保佃相结合，“减租后应强调保障佃
权，改订租约”。减租斗争应首先“组织减租小
组，用集体减租方法并选出积极分子带头
减”。［1］ 181-182 6月，淮北区党委指示夏秋两季查减
租工作，要求重点做好减退包租的工作，即：“按
原租额二五减，未减者退租”；“地主因减租增加
包租额者，除将增加部分退佃户外，仍照原租额
二五减租比率计算，退回应减之租”；“原包租额
过高，应行降低，地主所得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收
获量百分之三十五”；“游击区已成为根据地者，
应即依法减租，原来实行让租地区，未让之租，
应按过去让租成数实行退租”；“自减租后应由地
主负担之公粮、公草、田赋、河工、路工等粮
款，而由佃户代出者，应全部归还佃户，利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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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减租后，如有地主应对粪而未对粪者，得按
原对粪成数偿还佃户”。对地主非法无理抽地对抗
减租者，指示要求：“地主自耕者，交出一部或全
部，仍归原佃户耕种；地主将抽回之地转佃给其
他佃户者，如新佃户比原佃户富者，应退还一部
或全部，归原佃户耕种；如新佃户很穷，原佃户
能维持生活而地主亦无土地出租者，不变”。减租
与保佃结合，鼓励租佃双方订立长期租约，“原来
规定租期者可延长五年以上，原来未规定租期者
照旧，新契约一经订立，旧契约应即交出作
废。”［1］ 281-285
淮北区各地党和政府在执行边区减租法令的
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减租办法。
1943年 1月，宿东县委在反思减租斗争的经
验教训时，首先认识到：“我们同志只看到包租
制的剥削，感觉非让租不可，而未看到分租制的
剥削，感觉对半分租倒还公道，不知道不管包租
也好，分租也好，通通都是地主不劳而获的封建
剥削，均应削弱减轻”。其次他们在分析社会经
济状况时认识到：“在宿东也包括着土地比较分
散与土地比较集中的两种地区”。土地集中地
区，“地主较大，地质较好，收获较多，租额较
高”。土地分散地区，“地主较小，地质较坏，收
获较少，租额较低”。因此，在土地分散地区的
减租斗争，“让租率可以提得低一点，灵活一
点，能按百分之十让也是好的”［7］ 206-208。最后，
他们认为游击区的减租斗争，一般地“应强调政
府法令，通过乡保甲行政系统来传达推行”，但
是也“不应把直接劝让当作一般的主要的方法，
而应尽可能发动群众作斗争”［7］ 210。1945年 3月
21日，泗灵睢县委致函邓子恢、刘瑞龙、谢邦
志，表示泗灵睢县在减租工作中，首先在查退租
方面，“按包租减二五，满收满缴，半收半缴、
不收不缴之法令照退”。在查佃权方面，“一切非
法无理抽佃户租种土地者，应在地主自种地中补
还，或酌予赔偿损失”。查租额方面，“秋增租额
一律，并且按原租照退，并照未加前二五减
租”。其次，在减息方面，针对较为流行的悬租
形式，即“前年六百元一亩，去年一千五百元，
每亩付利三斗，有的规定清明后不许赎，有的拿
刀收麦也赎，放的人是富裕中农、富农、集镇商
人专门高利贷者，也有个别雇农、贫农”的现
象，规定悬租“利息仍照减半付还”。另针对
“去年是借一百元麦后给一斗小麦”的“麦青”
高利贷形式，泗灵睢县委提出：“借粮还粮，借
钱折当年粮，利不过五成”。再针对“听涨不听
掉”形式，县委提出：“战前旧账，借钱还钱；
利倍本停，付利还本；利二倍于本，本利停
付”［1］ 186-187。5月 2日，淮北二分区党委要求各地
在夏收群众工作中普遍实行减租。包租，“一律
实行二五减租法令”；“凡经二五减租后，其租额
过重者，可由东佃双方协议降低租额，重订新契
约，但其租额不得超过全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
五”；“普遍收成在六成以上者不除旱涝”；“一季
租（纯麦）或大头小尾巴租（麦多秋少），一律
改为两季租，麦季各半，秋粮缴秫秫、豆子各
半”；“麦前减租未退者，如系地主有粮蓄意拖延
未退者，麦后依去年减租率除旱涝，从午季租中
扣除”；“佃户接地租时，种旱秋（秫秫、谷子）
者缴满季租，种早秋者缴半季租”。分租，“过去
对半分者改为三五、六五分，过去四六分者改为
三七分”；“租二八者改三七分，租三七者改四六
分”。游击区或二面、三面敌占区，“可实行一成
五到二成减租”。学田、庙地及其它所谓“公
产”，“按二五减租后，重订租约，其租额不超过
全收获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1］ 233- 234。在夏
邑、雪商亳这样的边缘区，“强调减新租，对退
旧租不过于强调”［1］ 240。减息方面，“过去旧债，
利过本者停利还本，利倍本者本利停付”；“当地
三周年为限，当青赎青，当白赎白，地价皆折法
币计算”；“合子地（即摇当地）付两次利以上，
本利停付；付一次利者，停利付本；数年而未付
一次利者，可付一次利还付本，但还不起者可分
期还，或少还，不还”；“新债一律按粮计算，借
钱可折粮。利息二成到五成，由双方协议自
定”［1］ 235。6月 8日，淮北三地委 1945年夏秋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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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决议提出：在减租工作中，对于包租，
“我一面地区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多面地区按照
具体情况实行二成至一成减租或让租。各地能种
两季者，原夏季大头租，改为两季租，夏秋各
半；只能种一季者，仍为一季租”。对于分租，
“我一面地区，主佃对种（或除种）者，实行三
五、六五减租，烂种者（地主出种），实行四六
分租；多面地区实行四六或四五、五五分租，草
随粮分”。在退租工作中，“未减租者，即按照各
年各季减租租数退租，一律加息二成”。决议坚
决打击地主为减租而恶意涨租，要求：“原为我
中心区者，除降低到原租额再照二次减租外，应
将所涨租数加息二成退还原佃户”；已转变为根
据地的原敌占区，“自本季起，降低到原租额，
再实行二五减租，所涨租数可不退还”；“地主有
意将地亩数加多者，应查实按地亩交租。自颁布
减租法令后，应将多交地租数退还原佃户”。为
保障佃权，决议要求：“订立租约，由主佃双方
自由订立，租期不得低于五年，期满后双方重新
协商，续订新约或解约。在订约期间，地主照规
定成数减租”；“在租约期期满以前，未商得佃户
同意，地主不得擅自出卖、出当或转佃”。减息
方面，决议要求：新利债，“按一般规定月利不
超过二分至五分，年利不超过二成至五成”；旧
利债，“抗战前之旧债，借钱还钱，利倍于本，
停利还本；利二倍于本，本利停付”；悬租，“在
邳睢铜三县，利息是四减三。在灵宿萧铜四县，
是减半付息，延期还本”；借粮还粮，“利息不超
过五成，青麦账亦可照当时价折粮”；借烟土，
“除本减半付息”；借银元，“还银元，不付利
息，或按当时粮价折粮还亦可”［1］ 298- 299。1945
年，涡北的减租政策，分种地，“三五六五分，
缴一斗退三升”；课地，“看年成，豆子不收不
缴，秫秫杂粮算六成。算过年成，有一斗再减二
升五”。减租与保佃相结合，“佃户有佃权，不能
乱抽田”。减息方面，对最恶毒的合子地，“年利
算二成，利过本钱，止利还本，利过两倍，本利
不还，退回文书”［1］ 134。
三、减租减息斗争中群众路线
和阶级路线的统一
淮北区减租减息斗争，不仅仅是生产关系领
域的变革，更是一场在不损害农村抗日统一战线
前提下的政治斗争，是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淮北区的减租减息斗争，体
现着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有机统一。
淮北区党和政府始终强调党组织应该在减租
斗争中，充分启发、引导群众的斗争觉悟，最终
使减租成为群众自觉参与的政治斗争。实践经验
证明，淮北区减租工作大体经历了“不强调发动
群众，只运用工作队与保甲长来减租”的“法令
减租”阶段；“由上而下的号召与由下而上的配合
起来，干部领着群众干”的“农救减租”阶段；
“中心区减租继续深入，边区各地也进行了减租，
其最大特点是采取了攻势防卫的策略”，特别是
“由佃户自己组织佃户小组，用自己集体行动进行
减租，普遍采取斗争的方法”的“集体减租”阶
段。随着群众路线的深入贯彻，到1944年，“减租
已成为一种制度”［5］ 355。
1943年 5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在指示夏收
工作中要求各地贯彻减租减息斗争。减租方面，
要求：在基本区，“今年必须彻底肃清明减暗不减
现象，未减者一律退租。同时发动佃户与地主订
立租佃合同，订立租期，以保护佃权”。在边区、
新区，“今年须一律实行减租”，但是可以“在方
式上缓和一些，注意协商求让方式”。为发动群众
参加减租，一方面“废止分场委员会一类组织，
避免代替包办现象”；另方面“农救会必须积极领
导农民，组织佃户，集体讨论，集体决议，一致
行动，以求达到目的”。减息方面，指示要求既要
克服“由政府以一纸布告来规定利息，限制粮
价”的“左”的想法，也要纠正“让我们基本群
众辗转于高利贷的骨髓敲剥之下而不能自拔”的
“右”的错误。指示要求首先“应利用银号贷款、
集体借贷及私人借贷低利还付者，广为宣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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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舆论的攻势与压力，以达减息之目的”。其
次，“召集农民、地主、士绅，举行还债会议，以
农民之优势及动员开明士绅，使生救会规定的利
息得到双方满意通过”。再次，“动员农救会员，
研究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关系，直接与债主交
涉，以达到减息目的，对个别顽固分子，实行拖
的办法”。最后，“由政府颁布改善借贷关系文
件，表示某种程度之高利贷不予以法律保护，作
为各地根据”。其中，关键是“依靠于农民之团结
及生救会与士绅之劝解”［7］ 231-232。11月 22日，刘
玉柱在邳睢铜秋季群众运动会议上总结指出：为
继续深化减租斗争的成绩，首先要注意当群众的
斗争情绪尚不高涨时，“党和群众团体应先选择一
个对象，发动斗争，使之当场兑现，并提高群众
情绪，采取打一儆百，兴奋群众震动全局办法”。
其次要贯彻保障佃权，认识到“减租退租，保障
佃权，都要采取群众集体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彻
底”的道理，做到“东佃立约，规定年限，反对
地主强拿地”，以提高群众减租斗争的决心。［7］ 332
1944年10月，刘瑞龙在总结淮北五年来群众工作
时指出：虽然地主阶级总体上对抗减租，但具体
而言，“大地主抵抗最力，一下子打不垮，中小地
主社会力量不大，容易打垮”。因此，减租斗争应
贯彻群众路线，“强调群众的自觉斗争”［1］ 63。这需
要党政军民密切结合。党组织“是领导减租的中
心，执行与掌握减租政策，布置重要减租斗争”；
政府“公开号召减租，出布告，举行士绅座谈
会，召集各行政人员动员做减租的模范，制裁明
减暗不减，适当处理东佃纠纷”。群众团体，“公
开出面领导群众减租”。为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减
租，“实行查退租保障佃权，是贯彻减租的主要保
证”。同时还要处理好佃农与自耕农的统一战线问
题，既要坚持“在一切改善民生斗争中，以减租
为主”，也要抓住自耕农的要求，如春荒救济、减
息等，以更好地发动农民群众。在减租斗争达到
高潮时，一方面要“控制减租发展，不要超过中
央所指示的程度”，另方面在纠正过火行动时“不
能泼冷水，要保持群众热气”。对具体的租佃形式
要具体分析决定对策，如“个别地方包租租额原
订过高，即使减租也还是高了，因此决定减后地
主收租额不得超过全收获量千分之二百七十五；
大头租，可改为两季租，租额与种类双方协商；
棉地、烟地按二八分租，或按当地粮食收获量改
交粮租”。彻底减租后，要首先解决部分中小地主
生活下降要求抽地自种的问题，做到一方面要
“在减租未彻底实行以前，要强调保障佃权，不应
随便抽地，以免影响佃户不敢减租”；又要“允许
中小地主在不影响佃户生活条件下抽回一部分土
地自种”，当然这要在佃农生活真正得到改善，即
佃农“必然要将余资买牛、买肥、改良土地、增
加生产，最后要购买土地”之时。其次，解决贫
农要求对大地主匀地的问题。他认为“个别地方
提出调剂佃地，发动贫农向大佃户斗争甚至转移
中农佃户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而应该“主动
劝告群众从提高原有耕地生产设法，个别经农救
会协商，在大佃农自愿又不影响大佃农原来生活
的原则下，酌匀一小部分土地调剂给抗烈属及赤
贫的民兵队员”。但是“必须要经过说服教育、协
商办法进行”［1］ 64-68。12月 7日，淮北区党委指示
路西群众工作，要求在减租工作中贯彻群众路
线，“主要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贯彻减租减息
增资。至于说服地主自愿及行政协助、干部模范
作用只能是辅助的。”［11］ 455
1945年2月，赵敏总结涡北地区减租斗争经验
指出：新地区减租，“先由佃户小组集体减租，但
到一定的时候，发生困难，必须组织较大规模的斗
争，打击地主威势”。斗争成功与否，“主要是靠农
民的自发自觉，和我们有组织的领导”［1］147。3月20
日，吴芝圃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为
普遍的发动群众，为解决灾荒中的口粮问题与维持
春耕生产，必须以普遍减租，即减的地区要补漏
洞，未减的要广泛减，为第一个重要武器”。为此
“必须善于打破群众对减租的顾虑，必须针对群众
的心理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必须“从实际出
发，决定最适合最有效的方针；不是被动也不是单
纯热情的盲动，而是有根据有步骤的争取主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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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现实”［1］ 175。3月23日，淮北区委致函泗灵睢县
委：“斗争纲领应将重心放在贯彻查租减租上，这
是基本群众政治优势确立的基本关键。”［1］ 198 5月4
日，刘瑞龙在指导春季生产时指出：查租经验证
明，“必须经过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和耐心工作，必
须加深群众和干部中的阶级教育，必须抓住佃户中
的积极分子并推动佃户组织。”［1］ 201 6月5日，狄克
东在总结泗阳县春季查租工作时指出：“查租能否
彻底，首先建立在佃户自觉自愿的思想基础上，真
正教育佃户，提高佃户觉悟，解除佃户思想上各种
顾虑，是减租彻底的基本保证”。而争取佃户中的
落后分子，是减租成功与否的关键。泗南县采取两
种办法。一种是“耐心说服长期教育”；另一种是
开佃户家庭会议”。这种会议“不仅可以打通佃户
本人思想，而且可以提高佃户全家的阶级觉
悟”。［3］258-260 6月，淮北区党委要求在夏秋两季查减
租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首先“在领导上抓住一
点”。其次，“在力量的组织上，尽量避免采取工作
队形式，而把突击力量，充实到群众团体中去”。
最后要充分发动群众，先深入调查研究，“帮助佃
户，做庄稼活，取得佃户的友谊与信任”，之后
“在接触谈话中，要注意发现与教育积极分子”，再
通过他们“团结组织和教育广大的佃户群众，成立
或扩大佃户小组，使他们敢于面对面的向地主作斗
争”［1］ 285。7月，江风提出：农民抽条子赎地赎物，
是“带着打击高利贷性质”的经济斗争。尽管这一
斗争尚是“防御性的，以攻为守的”，但是“经过
抽条子斗争的群众，已经敢于并迫切要求清算，清
算明白，才能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与觉悟”，同
时，他提出反高利贷斗争应该做到在不妨碍发挥群
众积极性的同时，“不致使债主丧失生存条
件”［3］50。总之，不管地方社会情况如何复杂，统一
战线的巩固与群众路线的贯彻并不矛盾。
随着抗战胜利的日益临近，淮北区党和政府
更加强调阶级路线在减租斗争中的贯彻。这也是
切实保护减租后广大基本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
3月 20日，吴芝圃在路西群众工作会议上提
出应突出减租斗争的阶级性，他指出：“农村中是
有阶级的，这阶级就是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农民
的主要关系是建立在租佃关系上，地主对农民的
主要剥削是地租的剥削”，因此，“在发动群众
时，固然应从经济利益上着眼，但同时要从阶级
利益上着眼，应当以减租为发动群众的中心口
号”。他因此建议通过集体减租办法，因为“群众
集体起来之后，他的情绪心理便有很大的不
同”［5］ 370-371。3月23日，邓子恢、刘瑞龙指示泗灵
睢县委：普遍开展查租，一方面“主要干部要亲
自下手，打破干部中减租不成问题的思想”；另方
面“要进行阶级教育，要使大家了解减租是艰苦
斗争”［1］ 194。5月 4日，刘瑞龙在指示春季生产工
作时指出：“生产工作的重心，应即转入查租互助
上去。一般是中心地区以互助为主，查租为辅；
边区以查租为主，互助为辅”。查租工作应贯彻阶
级教育，“必须加深群众和干部中的阶级路线，必
须抓住佃户中的积极分子并推动佃户组织，必须
适当的组织群众的说理斗争，必须抓紧时机，即
查即算，即算即退。”［3］ 246-247
四、减租减息斗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减租减息引起淮北区农村社会发生有利于广
大贫雇农、中农群众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1943年11月22日，刘玉柱在邳睢铜秋季群众
运动会议上总结指出：减租斗争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效果。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力量被冲垮
了。他们在群众压迫之前，政治上变得开明些
了，自然他们经济上的削弱也是很大的”［7］ 316。富
农“经济上一般是没什么大变动的，只有一些带
封建性的富农被斗后经济上受到部分损失，社会
地位也就削弱了些；另有一些因工资一增再增，
生产情绪表现消极”。中农、贫农是减租斗争的受
益者，“不少的中贫农大都得到了许多实际的现成
利益，许多参加了群众团体，一天天的觉悟起
来”［7］ 320。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总
体上看，“从思想上，言论上，有意无意的为地主
封建势力服务的知识分子的主流，在斗争过程
117
中，已转向工农群众”。尽管“还不能说是完全属
于工农群众”，但这一变化已说明“知识分子争取
与改造的第一步已经收到了初步成绩”［7］ 320。12
月，赵敏总结边区第二届农救会对 10个县的调查
指出：雇工“因得到增加工资，春荒借贷与免除
负担的好处，极大部分上升为贫农”。贫农，“得
到减租减息，春荒借贷，政府生产贷款的利益，
特别是佃贫农，获得减租利益更大，一般地多上
升为中农”。中农，“一部分得到政府借贷，其中
佃户中农又得减租利益，一般地也向富裕的中农
方向发展”。即便是剥削者地主、富农，也“加强
了劳动观点，参加生产，改造了自己，使过去的
寄生生活逐渐改变过来”［7］ 346。1944年 10月 22
日，刘瑞龙在总结五年来淮北区减租斗争成绩时指
出：总体上讲，“地主下降，以中小地主为最显
著、最迅速，大地主在减租之后，下降得还不甚
显著。在农民方面，佃农比自耕农上升得快，多向
富农发展，富农本身是没有什么发展的，雇工向贫
农上升，贫农向中农发展。”［5］343减息方面，总体而
言，由于 1944年政府加大生产贷款力度，使得
“法币价格猛跌，中心区借高利贷的很少”［5］355。
洪泽湖区的减租斗争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1年11月，张孑夫总结了洪泽湖区减租斗争的
经验，首先从分析生产关系入手，总结出湖区各
种剥削形式，包括封建性的剥削形式割苇子、打
鸡头、包簖钱、打莲子，奴隶性的头子钱和商业
性的行佣、大称。结果减租斗争，“目前割苇子三
七分了，限制了剥削，包簖钱取消了，头子钱取
消了，鸡头、莲子实行政府管理，行佣、大称，
各乡大半有了合作社，代替了鱼鸭各行”，从而实
现了“不经过私人占有，就转入社会主义经
济”［7］ 113的良性发展轨道。
但是，减租减息并不能彻底消灭淮北区农村
的高利贷现象。经过减租斗争的边区农村社会，
“随着群众生活改善而变化的，借贷关系是比较复
杂的”。债权人，“中农多，富农次之，地主又次
之，少数工人、贫农也放债”。债务人，“贫农最
多，中农次之，少数地主（破落）也借债”。借贷
用途，“借作口粮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借贷手
续，“大都是私人自由借贷，集体借贷只占百分之
十”。总之，边区农村借贷关系出现了“目前边区
各中心地区，地主老富农借的很少，而农民与工
人之间借贷关系较多，甚至有些地主与老富农借
穷人账的”［1］ 72-73新趋势。以泗阳县颜圩乡为例，
减租地主后，私人高利贷仍有借粮、借钱两种形
式。借粮又有“听春价”、“头里跑”、“顺风长”
等形式。如“顺风长”，“借山芋干子一斗，午季
还小麦一斗，借草本季草价，只三十元一担，一
担有五十个，还时按一元三角五一个，二倍多
利”。借钱，“最多四分利，大部无利，麦收后即
还麦”。借债方面，贫农“多半是吃”；中农，“吃
与干旁的事约各占一半”；富农、地主，“很少是
没有吃而借账的”。可见，贫农、中农借债的原因
主要是生产、生活所迫。放债方面，中农、贫
农、雇农也逐渐参与放债，这一现象说明农民在
减租斗争中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同时也说明这
种高利贷性质的农村信贷，属于农村商品经济的
正常借贷现象。如雇农，“放债的多半是家中有几
亩地，而自己去雇工，人少吃不完，将余粮放
出，还是在增加工资后的一种现象”。中农“放账
的多了，这说明中农的经济状况上升了”［7］ 257-258。
针对上述新现象，刘瑞龙在1944年10月22日
的一次群众工作总结发言中指出：减息工作应该
相应地转变到“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生产；政府发
放贷款，继续举办积谷于合作社的小本借贷；于
麦前、麦后平粜粮价。在这种条件下，再提倡私
人自由借贷”［1］ 73的方向上来。换言之，可以通过
政府社会支持的办法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抗战前淮北区农村生产关系，主
要表现为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地主经营方式高度
依赖封建地租剥削。淮北区存在着迫切的减租减
息斗争的社会要求。淮北区党和政府在坚决贯彻
中共中央有关“二五”减租指示的同时，根据淮
北区地方实际，及时调整政策，探索适合本边区
特点的减租减息政策。在艰苦的实践中，淮北区
减租减息政策逐渐实现了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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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淮北区减租减息斗争，不仅仅是生产关系领
域的变革，更是一场在不损害农村抗日统一战线
前提下的政治斗争，是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淮北区的减租减息斗争，体
现着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有机统一。减租减息
引起淮北区农村社会发生有利于广大贫雇农、中
农群众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减租减息并不能彻底消灭淮北区农村的高利贷现
象，但是减租后高利贷性质的农村信贷，属于农
村商品经济的正常借贷现象，可以通过政府社会
支持的办法加以解决。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马洪武主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
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欧远方、童天星：《淮北抗日根据地
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朱超南等编：《淮北抗日
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柏林：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抗日
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等。
参考文献：
［1］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群众运动部分）［G］.1984.
［2］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册（武装斗争部分）［G］.1985.
［3］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财政经济部分）［G］.1985.
［4］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2册（武装斗争部分）［G］.1985.
［5］淮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6］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1册（政权建设部分）［G］.1985.
［7］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群众运动部分）［G］.1984.
［8］安徽省财政厅，合肥：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
经史料选：二［G］.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9］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根
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党的建设部分）［G］.1985.
［10］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淮北抗日
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2 辑第 2 册（政权建设部分）
［G］.1985.
［11］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刘 滢】
On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in Huai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NG Mingqian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land in Huaibei (region north of the Huaihe River)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landlords, whose mode of operation was dependent highly on the exploitation of land rent.
Hence, arose an urgent social demand to reduce land rent and interest on loans.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the region explored to set up policy to reduce land rent and interest rates suitable for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roved it steadily to make it sound and regular. The campaign to reduce rent and interest in
Huaibei Region was both a reform in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mass movement, embody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mass line and the class line. The campaign brought about marked changes beneficial to the
poor peasants, farm labourers, and the middle- class peasan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Rent and interest reduction did not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high-interest loans in rural communities
of the region, but the usury-type credit after the movement became the normal borrow-and-loan practice in the
rural commodity economy, which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Huai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mass line; clas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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